
郭店儒家竹书思想新论

———以孔子为中心

丁四新

　　摘　要：在《尊德义》篇中，孔子提出了“尊德明伦”的道德主义的政治和伦理主张。 在《六德》篇中，孔子提出

了六位说和三大法说，系统地总结和建构了中国古代的位分伦理学说。 在《成之闻之》篇中，孔子提出了求己反本

的修身哲学，并将天常与六位贯通起来，意义重大。 在《性自命出》篇中，孔子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重大

命题，贯通了生性和天命两者，构建了性命论学说，为儒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石。 在《穷达以时》篇中，孔子对时命

与德行作了分判，高度肯定了德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唐虞之道》篇中，孔子提出了“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

利”的尧舜王道的政治理想。 总之，孔子思想在郭店儒家竹书中得到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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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

举世闻名的郭店竹简。 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

偏晚，即公元前 ３００ 年前后；墓主人的身份相当于

“上士” ［１］ 。 该墓经过多次盗扰，但仍幸存竹简 ８００
余枚，其中有字简 ７３０ 枚［２］ 。 郭店简包括竹书十六

篇种，它们大概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著作。 虽

然《语丛》四篇很可能是墓主生前制作的，但它们都

属于语丛体，是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有关文献的

摘抄和类编。 关于这些竹书，萧萐父先生曾说它们

“几乎全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代表了当时时

代精神的精华和学术思潮的主流” ［３］ 。
在这十六种竹书中，儒家文献十三篇，它们是

《缁衣》《鲁穆公问子思》 《穷达以时》 《五行》 《唐虞

之道》《忠信之道》 《成之闻之》 《尊德义》 《性自命

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其中，根
据笔者及其他学者的考证，《六德》 《尊德义》 《成之

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在文本上还是在思想上

都高度相关。 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
一篇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的著作。 而即使

《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但从思想来源看，
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的思想。 此外，《忠信之道》
《穷达以时》 《唐虞之道》也比较可能是孔子本人的

著作①。 这样一来，郭店简对于孔子思想的揭明、发
现和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而由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

圣人，地位极其特殊，故这些竹书具有重大价值和

意义。
进一步，归纳和分析这些竹书的思想，可知孔

子：一者，提出了“尊德明伦”的政治—伦理主张；二
者，提出了六位说和三大法说，系统地总结和建构了

位分伦理学说；三者，提出了求己反本的修身哲学，
并将天常与六位贯通起来；四者，提出了“性自命

出，命自天降”的命题，贯通了生性和天命两者，构
建了儒家的性命论或心性学说；五者，对时命与德行

作了分判，高度肯定了德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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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了“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尧舜王道

政治理想。 下面，本文将按此要点展开论述。

一、“尊德明伦”：
德政与德教的政治哲学

　 　 孔子“尊德明伦”的政治思想，主要见于《尊德

义》篇。 《尊德义》第 １ 号简曰：“尊德义，明乎民伦，
可以为君。”“尊德义，明乎民伦”这两句话是对此篇

竹书思想的集中概括。 同时，这两句话从一定意义

上说也是《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这三篇竹书

的共同主题。 “德义”是流行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成

词，其义为德行、仁义。 “尊德义”即尊崇德行、仁
义，“明乎民伦”即明察民伦。 “民伦”或作“人伦”。
“尊德明伦” 的主语是人君，故此篇竹书所说 “民

伦”，是就君对民的政治语境而言的。 结合《六德》
《成之闻之》两篇竹书来看，所谓“民伦”，主要指夫、
妇、父、子、君、臣的位分伦理。 此种位分伦理在具体

语境中表现为六位说或三大法说。 竹书所说“尊德

明伦”的思想得到了孟子的直接继承。 《孟子·滕

文公上》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
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
滕文公上》又曰：“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离娄

下》曰：“察于人伦。” “人伦”之义，上引《孟子·滕

文公上》第一条已经指明，与竹书《六德》篇所云三

大法说的性质相同。
在《尊德义》篇中，孔子主张，人君应当实行德

政（有德行的政治）和德教（有德行的教化）。 或者

说，政治和教化都应当符合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
教化是当时的政治内容之一，儒家尤然，孔子即在此

篇竹书中特别强调了教化的政治作用，并对其作了

着重论述。
在德政说上，孔子提出了“以德率民”和“先之

以德”的观点。 《尊德义》第 ２８—２９ 号简曰：“为古

率民向方者，唯德可。 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
第 １６ 号简曰：“先之以德，则民进善安生。”②其中第

一条见于《孟子》所引“孔子曰”。 “以德率民”和

“以德先民”，这是孔子为政思想的两个重要说法，
在《论语》中也得到了反映。 相应的，在治理手段

上，孔子即重视德礼而轻视赏刑。 至于如何“以德

率民”和“先之以德”，这其实属于人君的修身问题。
“德”是君子人格的精神内核，但其获得及其生发于

外，则是通过德行化的修身活动来进行的。
在德教说上，孔子提出了“人道之取先”和“教

导之取先”两个观点。 《尊德义》第 ６—８ 号简曰：
“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

近。 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第 １２—１３ 号简曰：“是
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人道之取先”与“教导之取

先”两个主张是有区别的，从逻辑上来看，前者先于

后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
在《尊德义》中，孔子还认为，人君应当通过教

化让民“养心于子谅”和“民除害志”。 这两点是对

其德教说的深化，因为民众作为被治理和被统治的

对象也有其主体性，而且从更高的目的，特别是从世

界和谐的目的来看，道德的善不仅对于人君或贵族

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必要的。
世界的普遍和谐终究与人心之善否有关，如果人心

坏了，世界还可能和谐吗？
总之，《尊德义》篇提出了“尊德明伦”的政治主

张，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孔子道德主义的政治哲学内

涵［４］ ，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儒家佚籍。

二、六位说与三大法说：
位分伦理学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

　 　 中国古代伦理学大约说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

为德行伦理学（或称美德伦理学），一类为位分伦理

学。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德行伦理学是学者关注和

研究的重点，而位分伦理学则长期受到忽视，甚至清

末民初以来透过纲常伦理学受到严重的贬抑、鞭挞

和批判。 实则，依笔者意见，尽管位分伦理学有其历

史的局限性，但是它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来说具有

重大意义。 因为任何一个人从个体而言，其存在都

是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 位分伦理学以人在不同

伦理环境或伦理条件中的身份属性为基点，是一门

研究以人的位分或名分问题为中心的学问和学说。
竹书《六德》即是一篇关于位分伦理学的专论，其理

论意义十分重大，在中国伦理学史或道德哲学上占

有重要地位。
竹书《六德》以六位、六职和六德为基本结构或

伦理框架。 其中“六位”最基础，而“六职” “六德”
建立于其上。 所谓“六位”，具体指夫、妇、父、子、
君、臣六种伦理位次和身份。 所谓“六职”，具体指

夫率妇从、君使臣事和父教子学六种伦理职分。 所

谓“六德”，具体指父圣、夫智、子仁、君义、臣忠、妇
信六种德行或美德。 不同的位次有不同的职分，而
不同的位次及其相应职分即有不同的德行或美德规

范。 不过，需要指出，《六德》篇的“六德”具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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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分析义，分析义即上述父圣子仁之类，综合义则

指一身可以兼修兼具此六德。 同时，从美德伦理的

角度而言，六德又具有独立性。
在六位说的基础上，《六德》篇又提出了所谓

“三大法”说。 所谓“三大法”，具体指对于上述三对

基本伦理关系（夫妇、父子、君臣）所提出的德行要

求，即“男女别”“父子亲”和“君臣义”。 “别”或读

作“辨”，二字音义皆通。 这即是说，如果全社会做

到了男女别、父子亲、君臣义，进而做到了父圣子仁、
夫智妇信、君义臣忠，那么这就意味着全社会都做到

了各安其分，或者说都做到了所谓夫夫、妇妇、父父、
子子、君君、臣臣的地步。 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六德》第 ３５—３６ 号简即曰：“此六者各行其职，而
狱讼蔑由作也。”狱讼无由作的社会，即太平社会。
需要指出，孔子在这篇竹书中特别强调了“三大法”
的重要性和基础性。 《六德》第 ４４—４６ 号简曰：“凡
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其绎之也六，其衍十又二。 三

者通，言行皆通；三者不通，非言行也。 三者皆通，然
后是也。 三者，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敝也。”由

此可知，“三大法”是六位说的基础，六位说建立在

三大法说的基础上；同时，“三大法”是君子之所以

为君子的基础，“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敝也”，或
者说三大法是君子终生必须践行的原则。

不仅如此，在竹书中，孔子还从实践层面指出了

两点：一是“信” “诚”是实践位分伦理的关键德行。
《六德》第 ３６—３７ 号简曰：“君子言信焉尔，言诚言

尔，故外内皆得也。”所谓“外内皆得”，指人在实践

中使君、臣、妇的外位和父、子、夫的内位各安其分和

各得其分。 二是“孝悌”是施行王教的入手处。 《六
德》第 ３９—４０ 号简曰：“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

孝悌。”
竹书《六德》篇的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古代位分

伦理学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作。 据《六德》等资料可

知：其一，孔子是中国古代位分伦理学说的总结者及

其理论的提高者。 其二，六位说和三大法说是三纲

说的源头，是三纲说的第一个阶段，而三纲说则是对

于此六位说和三大法说的继承和强化。 孟子称三大

法为三大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五伦说。
《孟子·公孙丑下》载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

臣，人之大伦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同书《万章

上》载孟子曰：“告则不得娶。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

也。 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同书《滕文公上》载孟子曰：“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

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复夫妇有别，长

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三条引文都以三大伦为说，
其实即竹书《六德》篇的三大法说。 三大法说、三大

伦说是三纲说的来源，汉儒正式提出了所谓三纲说。
汉儒的三纲说有两种：一种是君臣、父子、夫妇相对

相合的三纲说，这是汉儒三纲说的正统；另一种则是

《礼纬·含文嘉》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的三纲说。 笔者认为，后一种三纲说是正统三纲说

的异化［５］ 。 异化的三纲说不符合现代价值观，应当

遭到批评和抛弃。 其三，竹书《六德》与《春秋》经为

表里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经义原理和王道基础，而后

者则是对于前者所说位分伦理学的历史推演和外

化。 《庄子·天下》曰：“《春秋》以道名分。”“名”即
名位，“名分”即位分。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

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

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改作《春秋》，其问题意识正在于正名分和审察

名分，正在于恢复和重建以名分为基础的王道世界。
顺便指出，《六德》篇大概作于孔子三十五六岁之

时，其根据见于《论语·颜渊》篇齐景公问政章及

《史记·孔子世家》；而《春秋》经作于孔子晚年归鲁

之后，其根据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史记·
孔子世家》。

三、“求己”“反本”“反己”与
“君子慎六位以翼天常”的修身哲学

　 　 “修身”是《成之闻之》 《六德》 《尊德义》 《性自

命出》的共同主题之一，孔子将“修身”提升为政治

活动的本源和儒学的通义，同时提升为成就君子人

格的必要步骤。 君子之“身”是政治实践的主体，同
时又是教化的本原，具有极强的示范性。

修身是政治的本源，是儒学的通义和基本教义

之一。 据《成之闻之》篇，孔子从“君子之于教也”
（简 ４）出发，认为修身是本源，而具体治理措施和手

段（如礼乐刑政）则是末流。 《成之闻之》第 １０—１２
号简曰：“是故君子之求诸己也深。 不求诸其本而

攻其末，弗得矣。 是［故］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

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 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
未有可得也者。”穷源反本者为尊贵，所谓“本”即己

身（实践主体或政治主体）。 “求己”是为了修身，它
强调了自我作为实践主体的重要性。 引文中的

“本”既指己又指修身。 修己或修身，是儒学的

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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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在《成之闻之》篇中，孔子还认为六

位的伦理实践即是所谓“修身”。 这一点在一定程

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于孔子学问的认识。 《成之闻

之》第 ３１—３３ 号简曰：“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

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妻之别。 是故小人

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第 ３７—４０
号简曰：“唯君子道可近求，而可远措也。 昔者君子

有言曰：‘圣人天德。’盖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川

（顺）天常矣。 《康诰》曰：‘不还大戛，文王作罚，刑
兹无赦。’盖此言也，言不奉大常者，文王之刑莫重

焉。 是故君子慎六位以巳（翼）天常。”颜世铉说，
“巳” （邪母之部）读为“翼” （喻母职部） ［６］ ，其说

是。 在此，天—大常—人伦—君子、父子、夫妻，构成

了一个上下贯通、富含深度的位分伦理学思想系统，
而君子“求之于己” 的位分实践则是沟通天人的

关键。
同时，在《成之闻之》篇中，孔子以“信” “诚”作

为修身实践的德行原则。 修身应当是真实的、无伪

的，心理、言辞和行为都是诚实的、可信的。 《成之

闻之》曰：“是以君子贵诚之。 闻之曰：‘古之用民

者，求之于己为亙（亟—極）。’行不信，则命不从；信
不著，则言不乐。 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含

德者，未之有也。 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
敬慎以守之，其所存者内矣，民孰弗从？ 形于中，发
于色，其诚也固矣，民孰弗信？ 是以上之亙（亟—
極）务在信于众。 《旅命》曰：‘允师济德。’ ［盖］此

言也，言信于众之可以济德也。” （简 ３０、１—３、２４—
２５）这段话强调了君子以诚信修身的重要性，言行

是否诚信，这关乎民众是否顺从为人上者的命令，以
及关乎君子为政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据这段引

文，孔子认为诚信的修身，还存在一个从内从中

（内、中均指心）到外色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形于

中”和“其所存者内矣”一环。 而这一环，后来被子

思子在《五行》篇中所继承，并作了大力推阐。

四、性命论的系统建构及其推展

《性自命出》是孔子本人或其弟子之作。 正如

上文所说，即便此篇竹书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但是其

基本思想框架及其中一些基本观念仍应当出自孔子

手笔。 很难想象，这样一篇极富思想性且能反映儒

家性命、心性思想之基本架构和内容的著作会出自

孔子某位弟子之手笔，而与孔子本人全然无关。 最

合理的设想是，如果此篇竹书是孔子弟子的著作，那

么这篇竹书的基本思想框架及其最基础、最富时代

思想之创新意义的命题应当出自孔子本人，是孔子

某位弟子继承师说而书之于此篇的结果。 特别是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两句，意义重大，为儒学和中

国文化重开生机，很难想象它不是由孔子提出来的。
因此，不论哪种情况，《性自命出》都能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孔子本人的思想。
在《性自命出》篇中，孔子建构了一套性命论的

思想系统，其中包括天、命、性、情、道、教、心、物、势
和礼、乐、仁、义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自

命出，命自天降”等重大命题。 应当说，此一理论系

统的构造，是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和盛事。 据笔者

所见，孔子在此最具魄力和最具突破性的思想创造

是将“性”“命”上下贯通并直接关联起来，将天命看

做人性的直接来源，而将人性看作天命的降落和转

化。 与此相对，在此之前，“性” “命”两者本是断裂

的和不连贯的。 “性”本是基于生命现象或生命体

（“生”）而追问其在己的潜在本原而提出来的一个

概念。 从古文字来看，“性”及其假借字“眚”等，是
从“生”字孳乳出来的。 需要指出，“性”概念在孔子

之前已经产生，并在孔子同时已较为流行。 从古文

字来看，“命” “令”本同字，前者是后者的分别字。
据甲文，帝能令风令雨，如此等等，“命”字本身即带

有很强的宗教性。 “命”又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表
示上帝或上天的命令。 面对世间与天命断裂，或面

对人性人生与天命的断裂，孔子忧而思虑之。 他突

破性地将“性—生”的生命结构转变为“性—命”的

生命结构，实现了天人的自然的新合一。 《性自命

出》第 ２—３ 号简曰：“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
两句话表明，孔子将“性”“命”两者直接贯通和关联

了起来。 孔子贯通“性”“命”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但

为人的生命存在找到了终极的根据和本源，而且将

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两大思想系统贯通了起来，将
“天命”从外在超越义转变为内在超越义。 孔子的

这一思想大构造同时是中国文化的大构造，奠定了

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新基石，而中国思想和文化从此

正式迈入了以性命论或心性论为中心的理论推演和

论说阶段［７］ 。
在贯通“性”“命”的基础上，孔子还提出了一系

列重要命题和观点，它们都是围绕修身问题展开的。
如《性自命出》第 ５—６ 号简曰：“凡性为主，物取之

也……［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这是说“性”是被

动的，而外物和心是主动的；外物和心可以作用于

“性”。 第 ９ 号简曰：“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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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使然也。”这是说人所禀之性没有什么差别，
人生的差别是由于用心不同所导致的。 第 １４ 号简

曰：“凡道，心术为主。”第 １８ 号简曰：“礼作于情。”
第 １８ 号简又曰：“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在孔子

看来，“教”是人生德于心中的方法和来源，而“道”
是“教”的基础，无“道”则无“教”。 “道”一方面发

端于人情，另一方面成就于道德规范。 “道”有“四
术”，“四术”即四种方法：一曰心术，二曰诗术，三曰

书术，四曰礼乐术。 在此四术之中，“心术”无疑是

主要的和最基本的。 所以《性自命出》又曰：“凡学

者隶（求）其心为难。” （简 ３６）相对于其他三术而

言，“求心”是修身实践中最难和最重要的功夫。 不

但如此，在竹书中，孔子还主张以情信求心和修身，
反对以隐伪修身及与人交往。

此外，《性自命出》篇还包含着性情论等论域，
还隐含着人性善恶等问题。 总之，《性自命出》出土

的意义很重大，孔子和原始儒家的一个基础理论在

此篇竹书中得到了深入而系统的陈述和阐发。

五、时命与德行的分判：
德行生命的肯定与彰显

　 　 在竹书《穷达以时》篇中，孔子主要思考了人的

现实生命与其理想生命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主要思

考了人的现实际遇与其德行生命（道德生命）的关

系问题。 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否通达，取决于

“天” “人”或者“贤” “世”两重因素。 “世”是“天”
的落实，具体指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 “贤”是“人”
的落实，包括德行和才能两个方面。 人生命运的展

开及其通达与否，是“天”“人”，即“世”“贤”共同作

用的结果，故《穷达以时》第 １—２ 号简曰：“有其人，
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行”即通达义。 在此哲学的

基础上，孔子基于道德主义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主

张。 《穷达以时》第 １４ 号简曰：“穷达以时，德行一

也。”这是说，虽然一个人的穷困与通达是由时世或

时命所决定的，但是一个立志于做君子的人却应当

坚定其信心，坚持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操守，并尽力做

到德行恒一的地步。 换言之，遇世与不遇世，这是由

天决定的，第 １１ 号简即曰“遇不遇，天也”，而人所

能决定的不过是其自身的德行修养和道德人格的

成就。
进一步，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正在于

其道德的操守和德行的成就上。 《穷达以时》 第

１１—１３ 号简曰：“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怨。 隐非］

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 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

人］嗅而不芳。” “吝”③， 《说文·心部》 云 “恨惜

也”，即悔恨、遗憾之意。 这段话即将儒者的价值追

求和生命追求充分展现了出来。 在孔子看来，人生

的动隐穷达或者功名富贵都是第二义的，人生在世

的真正意义即是其德行生命的成就和提高，而德行

生命的成就本身即是人生努力的基本目的。 在此基

础上，孔子叫人敦于反己和勤于修身，不要浪费光

阴。 《穷达以时》曰：“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

惇于反己。”（简 １５） “惇”同“敦”字。 “君子惇于反

己”即是本篇竹书的主旨，无疑也是孔子的一贯

主张。
竹书《穷达以时》的意义比较重要，它思考和回

答了人生命运的一个难题，即道德高尚和时命舛违

的张力问题。 在此难题下，孔子认为，一个向往成为

君子的人即应当将两者区别开来，个人德行生命成

就的意义远高于其穷达的人生命运。 并且，从哲学

上看，孔子认为，人生穷达是时命的问题，是遇不遇

世的问题，与个人德行生命及其相应人格的培养和

成就没有必然联系。 而培养和成就君子人格的基础

正在于个人德行生命的成就，因此孔子认为，人们应

当将穷达归之于时命，而将君子人格的成就归之于

个人的德行实践。 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可
以想象，在追随孔子艰难游历列国的过程中，部分弟

子难免会碰到此一人生命运的问题，他们难免会苦

恼和后悔，思想会发生动摇，故孔子以《穷达以时》
示教天下，以提升儒者的人生境界和人生在世的意

义，这是有缘故的。

六、“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
尧舜王道与爱亲尊贤的统一

　 　 天子权位或国家最高权位的授受，是中国古代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答案。
是禅让还是世传，是公天下还是家天下，这是春秋晚

期至战国时期诸子颇为关心而又颇有争议的两个重

要问题，儒家亦不能例外。 民国时期，顾颉刚等人认

为，尧舜禅让传说出于战国学者的想象［８］ 。 现在看

来，尧舜禅让传说确实出自古人的想象，但是其起源

应当推至春秋中期甚至春秋早期，是古人出于对家

天下和最高权位世袭制的反思。 又，齐桓晋文二霸

的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促进了人们对于尧

舜王道内涵的思考。 近期关于尧舜传说的出土文

献，除郭店简《唐虞之道》外，还有上博简《子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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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氏》《举治王天下》和清华简《保训》等④。 其中，
《举治王天下》又包括《古公见太公望》《文王访之于

尚父举治》 《尧王天下》 《舜王天下》 《禹王天下》五
个小篇。 这些出土竹书大体上都属于儒家性质，是
继承和推演孔子相关学说的结果。 在《论语》中，孔
子以赞赏和推崇的语气多次提及尧舜，参见《雍也》
《泰伯》《宪问》 《尧曰》诸篇。 而且，孔子之孙子思

在《中庸》中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故孔子生前推崇

尧舜无疑，且其时尧舜传说已相当流行。 推寻《论
语》相关章段，可知孔子之时尧舜的儒学人格内涵

已很丰富，其禅让理论的构造已很深刻和系统。 郭

店简出版之初，许多学者受到燕国之哙禅让故事等

的掣肘和牵扯，故推断竹书《唐虞之道》是战国中期

偏晚、靠近之哙禅让事件的一篇著作。 现在看来，这
一推断未必正确。 根据目前的材料，可以推知，尧舜

传说，特别是禅让故事的流传及其相关理论的塑造，
主要发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一段时间。 而且，
由于孔子等人的参与，其理论水准在春秋晚期即达

到了很高的程度。 这样，我们可以将《唐虞之道》的
写作时代还原至战国早期甚至春秋晚期，故此篇竹

书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孔子本人关于尧舜王道

的思想。 若果真如此，那么竹书《唐虞之道》的思想

可以概述如下。
首先，孔子以“王道”界定了尧舜事业，并阐明

了其大旨。 《唐虞之道》第 １ 号简曰：“唐虞之道，禅
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孔子并由此

认为“禅而不传”和“利天下而弗利”的功业，从德行

看，是尧舜二圣修养仁圣二德而达到至盛状态的结

果，《唐虞之道》第 １—２ 号简曰：“禅而不传，圣之盛

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至于什么是“禅”，
《唐虞之道》第 ２０ 号简曰：“禅也者，尚德授贤之谓

也。”孔子认为“德贤”是权力授受的根本依据，“尚
德授贤”即是所谓禅，不尚德不授贤则非禅。 从制

度层面来看，禅法与三代世传之法大异。 需要注意，
竹书《唐虞之道》没有涉及“让”的问题，这与上博简

《容成氏》有所不同。 相对来说，《容成氏》更强调

“让”的观念。
其次，孔子认为，尧之所以能禅而舜之所以可以

受禅，这与其能爱亲尊贤（简 ６—９）、能行孝道（简
２２—２５）、能正确认识权力，以及能正确认识个人生

命的价值，是颇有关系的。 一方面，唐虞二圣将权力

全然看作公共的，即竹书所谓“利天下而弗利”是

也；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个人德行生命的价值及其成

就看得高于一切，高于天子权位的获得和拥有（简

１５—２０），故他们能以禅的方式轻松进行天子权位

的授受。 《唐虞之道》曰：“知［性命］之正者，能以天

下禅矣。”（简 １１、２２）在当时人们的生命被世俗权力

高度异化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能有此种认识，这不仅

是极其难得的，也是其圣性的表现之一。 也正是基

于此一认识，天子或人君之自然生命流程及其当下

的身体健康状况，遂成为其禅位的一大理由，《唐虞

之道》曰：“七十而致政。”（简 ２６）又曰：“四肢倦惰，
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

弗利也。”（简 ２６—２７）这两则引文即是此意。
最后，孔子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天子，与时命

有关；而能否知命这一点即变得颇为重要，是衡量一

个人是否具备圣性的一大表现。 《唐虞之道》说，尧
生于天子之家，“圣以遇命，仁以逢时” （简 １４），故
其成为天子，即显得颇为自然；而如果一个人不遇时

命，纵使其“仁圣可举”，那么他也是无法登上天子

之位的（简 １４—１５）。 舜的故事直接显示了时命的

重要性，也显示了“知命”的重要性，而只有在“知
命”的意识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才能得到安立和安

定。 后一点正是孔子思想的精义之一。 《唐虞之

道》评价舜曰：“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登为天子而

不骄。”（简 １５—１６）又曰：“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

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 有天下弗能益，
无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 （简
１８—２０）舜的精神即是孔子“知命”的精神，个人德

行生命的成就不可能被世俗权力，哪怕是被最高的

权位（君主或天子）所异化。 《论语》所载孔子“知
命”说，可以作多方面的解释，而竹书《唐虞之道》所
言大舜知命之说，对于我们理解孔子的知命说具有

积极意义。
又，比较《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两篇，我们

不难发现，这两篇竹书在思想上有两点共同之处：一
是知命之说，强调个人德行生命的重要性和优先性；
二是对于时世或时命的醒悟，认识到个人的穷达或

能否受禅，这受到时命的严重影响。 当然，这两篇竹

书的主题是不同的，《穷达以时》着重思考了穷达、
时命和人生意义这三者的关系，而《唐虞之道》则着

重阐发了尧舜王道的内涵及其所蕴含的儒学精神。
不过，从逻辑上来看，《穷达以时》是《唐虞之道》的
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人生哲学的论证。 《唐虞

之道》的写作当晚于《穷达以时》篇。
此外，《忠信之道》也比较可能是孔子的著作。

关于此篇的思想，笔者在《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第
八章第一节中已作详细论述［９］ ，读者可以参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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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再赘言。

注释

①丁四新：《郭店简〈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著作》，《孔子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２７—３６ 页；《郭店儒家竹书文献问题新论———以〈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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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８４ 页。 ②按，“生”字，属
于《六德》篇第 ４９ 号简的首字。 《六德》第 ４９ 号简应属于《尊德义》
篇，与《尊德义》 第 １６ 号简相接。 ③此字竹简原作“ ”，或读为

“闵”，训为忧悯。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编著：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 （一） 《郭店楚墓竹书》，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６ 页。 ④竹书《子羔》《容成氏》，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

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竹书《举治王

天下》，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竹书《保训》，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

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壹），中西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 另外，上博

简《曹沫之陈》第 ２—３ 号简载曹沫之言曰：“昔尧之飨舜也，饭于土

（簋），欲［啜］于土铏，而抚有天下。”曹沫与鲁庄公（公元前 ６９３
年—公元前 ６６２ 年在位）并时。 这段话是目前可见最早叙述尧舜传

说的文字。 竹书《曹沫之陈》，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

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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